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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预示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也加速了人

类社会的平台化进程。作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平台媒体

的普及推动了国际传播在理论层面上由“国族中心主义”向“平台

世界主义”升维，在学科范式和实践层面则推动了由“跨文化传播”

向“转文化传播”升维。本文在平台世界主义的视域下总结与反思

此次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相关经验，为在全球风

险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塑造国家形象和引领对外话语

权提供方向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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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

危机”之一。世界各国轮番按下“暂停键”，人类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预言的

“全球风险社会”日渐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常态”。此次疫情是数字化时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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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面临的首次全球性危机，平台媒体在成为抗疫基础设施的同时也改变了

风险社会的交往与表达逻辑。从影响上来看，此次疫情揭示了当下全球传

播的深层次矛盾，数字媒体放大了风险的非合作性，“信息疫情”（ｉｎｆｏｄｅｍｉｃ）

借助平台媒体蔓延滋生，进一步侵蚀和消解了全球公共话语空间。

显而易见，国际社会并没有为此次疫情的全球合作做好准备，平台的网

络结构和行为主体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诉求的冲突与对立不仅加剧

了国际舆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威胁到全球危机治理中专业与科学

话语应有的主导地位，为国家间的合作蒙上了阴影。以此次疫情为例，作为

全球最早遭遇新冠病毒袭击的国家之一，中国从一开始便处于国际舆论的

“风暴眼”。随着西方国家相继陷入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潭之中，一些别有用

心的政客炮制和散布的“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三位一体

的国际舆论战甚嚣尘上，成为建立和巩固全球抗疫机制的最大障碍。

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平台化社会到来之际弥合各国分裂的话语空间，建

立全球风险共同体，将主导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理念的转型逻辑。面对

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步交织的“信息疫情”的严峻挑战，本文提出，作为当今全

球传播的基础设施，平台媒体的普及推动了国际传播在理论层面上由“国族

中心主义”（ｅｔｈｎ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向“平台世界主义”（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

升维，在学科范式和实践层面则推动了由“跨文化传播”（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向“转文化传播”（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升维。本文从平

台世界主义的视角出发，总结与反思此次疫情期间我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

交的相关经验，为其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更为有效地塑造国家

形象和引领对外话语权提供方向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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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世界主义的现实语境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人类社会进一步融入“平台化社会”，这意味

着平台不仅成为公共传播的集散地，而且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之

一，在抗疫和防疫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着各种“黑天鹅”和“灰犀

牛”事件的发生，平台在给人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其所具有的多元主体

性及其导致的“众声喧哗”也放大了“全球风险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点在

尚未退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一）作为“全球媒介”的平台

传播技术的改变重塑了全球信息网络和国际信息流动空间，而在人类

危机发生之时，新的传播技术则会加速新技术的产生及应用。①

此次疫情中，平台作为基础设施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除了基于信

息平台所搭建的公共传播体系以外，疫情期间基于平台基础设施而发展起

来的数字追踪技术也对疫情的有效控制产生了广泛影响。②

作为以数据为支撑，以个人、组织与公共机构为参与主体的数字交互基

础结构③，平台被称为继市场、企业之后的第三种主要资源配置与组织方

式④，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媒介”（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发展至

①

②

③

④

莫利．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Ｍ］．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０：１－４．

ＰＯＥＬＬ　Ｔ．Ｔｈｒｅ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Ｊ］．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２０２０（６）：６５０－６５７．

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Ｍ］．程水冰，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４１－６２．

方军，程明霞，徐思彦．平台时代［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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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全球信息集散的中心，将信息传播与人类交往的全流

程纳入平台之上。据统计，疫情期间，６５个国家在实施封闭或隔离措施后，

人均互联网使用时长平均上升了６０％，其中多数流量都被导入至电子游戏、

流媒体等平台。① 不仅是平台自身的流量持续增长，关于平台的争论也成为

舆论热点。

宏观来看，平台媒体在整合传播语境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在对外传播实

践中所扮演的中枢神经角色越发凸显。② 平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从

规模和影响力来看，全球平台系统可分为两大阵营，分别是以脸书、苹果、亚

马逊、奈飞、谷歌等美国互联网巨头为主导的“狼牙”（ＦＡＡＮＧ）系统和以阿

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中国公司为主导的“蝙蝠”（ＢＡＴＪ）阵营，两者同时也

是地缘权力博弈的重要空间。疫情期间，从旷日持久的Ｔｉｋ　Ｔｏｋ被禁风波

到脸书因在“信息疫情”治理上的不作为而受到广泛抵制，平台在改变全球

传播逻辑的同时，也正在成为政治和经济权力争夺和博弈的主要场域。

微观来看，平台也为传统外宣实践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平台生态系

统在其架构中有一套特定的规范和价值编码③，网络外部性和参与式传播模

式则促进了平台规模的扩张。在这一逻辑下，平台的传播主体以网络化形

式存在，其信息传播形式是混合式的“大众人际传播”（ｍａｓｓ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换言之，平台上的网络化传播不仅可以达到与大众传播

①

②

③

史安斌，戴润韬．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新闻传播：挑战与探索［Ｊ］．青年记者，２０２０（１３）：

８０－８３．

史安斌，童桐．全球危机与中国方案：新冠肺炎疫情下公共外交的反思［Ｊ］．对外传播，

２０２０（６）：２８－３１．

史安斌，王沛楠．传播权利的转移与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脸谱网进军新闻业的

思考［Ｊ］．新闻记者，２０１７（１）：２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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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肩的广度，信息接收者同时也是事先预设的个性化受众①，是平台信息传

播的“网络把关人”。在平台的去中心化规则之下，国际传播被网络中的重

要节点不断地修正、重新表达和再分散。简言之，依托平台进行的国际传播

是各国政府、互联网巨头、媒体机构与本地化的网络把关人之间相互整合和

博弈的过程。

由于大量非精英主体参与到全球传播的网络之中，以民族国家为主体

的国际传播脱离了职业外交家的束缚，不得不将公众的交往行为纳入考量。

这一范式的转型过程虽然实现了传播的话语权再分配，但由于现有媒体缺

乏应对全球风险事件的普遍伦理准则，所谓的公共讨论在微观上造成了“只

表达，不交流”的信任困境，危机发生时甚至加剧了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的

话语疏离和认知分裂。一些西方政客在疫情期间趁机散布的一系列假新闻

和阴谋论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计算宣传”对全球合作“战疫”带来了负

面影响，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媒体层面“对抗式话语”的盛行和比拼，在新冠

肺炎疫情蔓延的当下消解了基于平台进行全球合作的“世界主义潜能”②。

（二）平台的风险变异与“世界主义潜能”的消解

在全球风险治理中，平台媒体本应扮演提供风险信息、促进风险沟通的

中枢角色③，起到界定、解释和认知风险的作用。但在此次疫情中，一方面，

①

②

③

韦路，秦璇．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模型［Ｊ］．当代传播，２０２０（３）：

１１－１７．

ＢＦＲＥＥ　Ｍ，ＭＩＲＩＡＭ　Ｓ－Ｄ．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ｉｒ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４）：２５２－２５８．

章国锋．“全球风险社会”：困境与出路 ———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Ｊ］．马克思主义与现

实，２００８（２）：４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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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遭遇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右翼媒体和“另类空间”崛

起所导致的舆论极化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全球信息流动进入“后真相时

代”。简而言之，作为信息传播基础设施的互联网（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演变为“分裂

网”（ｓｐ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本应用来化解风险的新闻媒体本身却演变为另一种更大

的风险，媒体传播的“失能”与“失范”阻碍了全球风险治理体系的建立和

夯实。

按照贝克的构想，面对全球风险，建基于“国族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规

则应当向“世界主义”转型，主体间通过协商对话建立共同体。世界主义被

视为激发人类共同情感的手段，这一理念与“中介”（ａｇｅｎｃｙ）和“媒介”

（ｍｅｄｉａ）等概念关联紧密。但世界主义并非关注媒介内容本身，而是关注新

闻或媒介事件在人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反应，即媒体通过在受众和其自身

情感结构之间发挥中介化的作用，激发人类的共同情感及其所具有的“世界

主义潜能”。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所激发的不应当是植根于利己主义的欲

望、感官的愉悦等个体反应，也不应局限于某一族群或社群的利益形态。世

界主义必须观照人类普遍的利益诉求，即追求“共同善”（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ｓ），才

能在此基础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贝克指出，世界主义的实现是一种持续的社会进程，其表现为人类的生

活走向全球互联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普遍化。平台媒体在发展过程中消

解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推动人类实现由“国族中心主义”向“世界主义”的理

念升维。在平台媒体勃兴之初，许多人希望这一新媒体能够促进新闻机构

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促进国际传播从“独白”向“对话”模式转变。由于互联

网在创建之初就内嵌了建设话语共同体的意图，其多主体包容性有利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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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文化偏见①，成为带有鲜明世界主义色彩的新媒体。世界主义强调个体是

价值、权利与义务的终极单位，这与平台为用户赋能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同时，平台上的网络化主体针对话语权的博弈也有助于促使多元主体达成

共识，实现“共同善”。

但事与愿违的是，网络平台的连接特性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公共价值，平

台在放大风险的同时，也消解了媒体的“世界主义潜能”。首先，平台媒体并

没有打破传播壁垒，资本主导的平台媒体稀释了传统新闻业的公信力和市

场份额②，传统媒体的权威性正在下降，面对风险的到来，其“无力感”越发

明显。尤其是２０１６年以来，世界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时代，“西方

缺位”（Ｗｅｓ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不仅体现在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分化上，也体现在

西方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领导力的式微上。此次新冠危机便是上述颓势的

缩影。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到来与传统政治规则的解体，被民粹主义所支

配的国家会掀起一场“选丑／比烂竞赛”，从而转移了风险治理的重点，将政

治凌驾于科学与专业话语之上。③ 面对“大疫”“抗议”与“大选”的交织，面对

关于“人权没了”还是“人全没了”的争论，西方政客的着力点不是如何通过

有效预防和阻断疫情的传播来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而是如何在风险管理

中追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捞取选票的目标。

在当下平台媒体创造的“另类空间”中，这一“风险后果”被无限放大。

群体极化与社交平台的“回声室”“信息茧房”“过滤气泡”效应阻断了公共领

①

②

③

王一戎，卢嘉．互联网环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理论溯源与未来展望［Ｊ］．全球传

媒学刊，２０１８（３）：３８－４５．

白红义．重构传播的权力：平台新闻业的崛起、挑战与省思［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８（２）：

９５－１０４．

ＢＥＣＫ　Ｕ．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ｒｉｓｋ［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０９：１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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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理性对话的可能性，社交平台也成为“假新闻”“后真相”的温床。① 在

“情感化真实”的传播逻辑主导下，集体智慧的缺失导致了科学与公共话语

的整体陷落，加大了风险社会“选丑竞赛”的严峻程度，严重阻碍了多元观点

的参与和表达。调查表明，全球网民对于社交媒体之中新闻的信任度已经

降至２６％②，社交平台上有效的公共讨论已经被各类无节操、失底线、更具

“眼球”效应的极端化言论所淹没直至消解。在全球风险社会以及互联网

“另类空间”的双重影响下，疫情期间的全球舆论场呈现出更为分裂、复杂的

局面，随之而来的污名化风险对我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抗疫构成了挑战，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有鉴于此，如何重新发掘平台媒体

的“世界主义潜能”，以提供“全球公共品”（ｇｌｏｂ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的方式，按照

以“共同善”为核心的媒介伦理重建全球传播共同体，以应对全球风险社会

时代的到来，就成为“后疫情时代”和“后特朗普时代”跨文化传播理念和实

践的转型方向。

二、平台世界主义的演进脉络

重塑平台媒体时代的世界主义需要从世界主义与媒介发展的勾连中寻

找答案。自１８世纪末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提出“世界公民”“世界联邦”“永

久和平”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框架以来，“世界主义”的构想早在平台媒体出

现之前就已经在学理上形成了一整套话语体系，从国族中心主义到虚拟世

①

②

史安斌．“另类空间”加大美国社群极化［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７－１５）［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ｈｔｔｐｓ：／／ｏ－

ｐｉｎｉｏｎ．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ＫｌｗＴ７？ｗ＝２８０．

史安斌，童桐．大疫·大选·大考：回眸２０２０年的全球新闻传播［Ｊ］．青年记者，２０２０（３４）：

７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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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义，再到平台世界主义，这条理论演进的脉络也为跨文化传播的升维提

供了学理基础。通过梳理这一历史脉络，本文提出平台媒体在实现世界主

义过程中的适配性，并依据数字化时代的传播特征提出践行平台世界主义

理念的方向性路径。

（一）从虚拟世界主义到平台世界主义的历史脉络

西方学界概括的平台化社会的重要特征———高度的商品化与全方位的

数据化———成了诠释平台发展的标准叙事，但作为商业机构的平台与“共同

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① 这一叙事理念缺乏对平台与世界主义之间所

存在的历史关联的考量，也忽视了平台在发展过程中的内生性风险。作为

一种感知结构，世界主义本质上是激发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同理心，因此以何

种“中介”实现这一进程对于理解世界主义至关重要。

在国际传播实践之中，与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是“国族中心主义”。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学科创立之初，跨文化传播服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冷战时代

的地缘政治逻辑，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的烙印。② 在此框

架下，国际新闻报道以国族中心主义的形式呈现，其背后所体现的是文化的

霸权性和排他性，由此带来的新闻框架在关注文化奇观、自然灾害、金融危

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中表现出鲜明的同构性和连续性。③ 国际传播以

民族国家的竞争框架为基石，其新闻实践有意或无意地服务于地缘政治利

益。跨文化传播也是建基于国族中心主义的“文化容器”模式，强调的是文

①

②

③

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　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Ｊ］．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２０（３）：３４７－３６４．

史安斌，盛阳．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Ｊ］．当代传

播，２０２０（１）：１８－２４．

ＣＨＥＡＨ　Ｐ．“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３（２）：２１９－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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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内生异质性，例如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常态化

国际环境中，这种单一封闭的“文化容器”模式显示的是文化的主体性和独

立性。但在全球性风险到来之时，国族中心主义显然与构建全球“共同善”

的目标和平台媒体的传播理念相悖。

社交媒体兴起后，学界关注数字技术在践行世界主义理念过程中所具

有的潜能，即“虚拟世界主义”（ｖｉｒｔｕａｌ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根据这一概念和

理论框架，社会网络空间是实现世界主义的主要中介空间。在这一空间内，

促使不同文化产生对话潜能的社会资本通过社交媒体整合联结，从而使世

界主义在跨文化传播中得以实现。Ｗｅｂ２．０技术的兴起为全球政治与社会

由“集体性行动”（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向“连接性行动”（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转型

提供了技术支撑①，个人可以从汇集的文化知识中共同构建新的社会系统。

虚拟世界主义阐明了一个跨国多元文化群体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来创建杂糅

的“第三空间”，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这一新的文化场域具有实现“全球公

平正义”的潜力。一方面，虚拟世界主义发掘了社交媒体实现世界主义的中

介化可能，却将社会资本视为进入地域文化的桥头堡，将异构文化视为社会

资本的核心价值，忽视了媒介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虚拟世界主义的无

序性与自发性使其忽视了全球风险社会所蕴含的危机的普遍性，因而在新

冠肺炎疫情和“信息疫情”的双重夹击下，虚拟世界主义失去了学理层面的

合法性和解释力。

虚拟世界主义的理论缺陷在于，世界主义在实现过程中不仅仅要面对

异质性的受众群体，其赖以存在的中介化空间也有着多重媒介化的结构。

这种媒介结构不仅放大了文化上的差异性，而且也内嵌于作为基础设施的

① 班尼特，等．从集体性行动到连接性行动［Ｊ］．史安斌，等译．传播与社会学刊，２０１４（３）：

１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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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结构当中，受到政治经济甚至是平台自身等多重力量的影响。有鉴于

此，本文提出“平台世界主义”这一新视角，强调从平台的媒介逻辑考察世界

主义的可能性（见表１）。在世界主义的中介结构中，平台自身也是一种具有

能动性的主体。平台不仅通过影响个体催生出新的媒介形式，其本身也具

有影响政治经济结构的潜力。２０１４年由脸书等互联网公司发起的“冰桶挑

战”被视为践行平台世界主义理念的最早尝试。这一由精英与草根网民共

同参与的公共传播模式近年来被发扬光大，成为“媒介事件”的常规形式。

短视频和直播的兴起进一步扩大了“迷因”（ｍｅｍｅ）传播的空间实践，用户不

仅可以目睹，而且能直接地参与内容生产。

表１　全球文化传播的发展脉络

形态 国际传播 跨文化传播 转文化传播

理念 国族中心主义 虚拟世界主义 平台世界主义

理论来源 文化帝国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 批判的转文化主义

技术手段
报刊、广播、电视等
机构媒体

Ｗｅｂ２．０、互联网和
社交媒体

物联网、５Ｇ、平台媒体

目标 维护民族国家利益
推动实现全球公平

正义

通过提供“全球公共品”打造“共
同善”

文化模式 单一封闭的“容器”
多元开放的“调色
盘”

混搭杂糅的“熔炉”

传播范式
定 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传播

球土化（ｇ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传播

定制化（ｔａｉｌｏｒｅｄ）＋叙事化（ｎａｒｒａ－
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传播

历史与社会

语境
冷战 美式全球化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全球化

此外，平台媒体的“世界主义潜能”也体现在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势

能”当中。２０２０年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发布了针对抖音海外版（Ｔｉｋ

Ｔｏｋ）和微信海外版（ＷｅＣｈａｔ）的禁制令。这在宣告美式互联网自由的“迷

思”破裂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平台媒体自身所具有的势能。面对来自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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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压，上述平台的母公司一方面以法律手段进行反诉；另一方面，这些平

台上的“网红”博主或普通用户也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法律应对。２０２０年９

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裁定，用户在Ｔｉｋ　Ｔｏｋ上创建的短视频是一

种受法律保护的信息材料。迄今为止，白宫发布的相关禁制令或被搁置或

被废止。与那些容易遭到封杀或限制的传统媒体平台相比，社交平台充分

展现了其所具备的强大生命力和舆论动员力。

显而易见，平台时代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已经具备了新的媒介和

行动逻辑，因而获得了升维的可能性。在数字平台搭建的交往空间内，来自

不同国家地区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形成一致的包容性的意见，达成关

乎人类命运议题的共识。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平台世界主义的升维也

体现了从“跨文化传播”向“转文化传播”的学科范式转型。在马克思主义文

论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的经典著作《后现代主义：晚期

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启迪之下，传播学者马尔文·克雷迪（Ｍａｒｗａｎ

Ｋｒａｉｄｙ）富于创见地将“杂糅”（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指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他

援引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伊德（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首创的跨文化主体

“再接合”（ｒｅｊｏｉｎ）的分析方法，在对“文化帝国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与“文化多元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这两个先后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１

世纪初在媒介传播研究领域“各领风骚数十年”的主流理论进行比对和辨析

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的转文化主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的理论架

构。这套理论架构不同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跨

文化传播的思路，需要基于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文本间性”（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

“语境间性”（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和实践主体以及流动性互动传播网络，对

文化杂糅现象展开基于“合成视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ｖｉｅｗ）的分析，从而勾勒出“转

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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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它强调文化的异质性，以“民

族国家”为基本的单位，所谓“跨”就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两种甚

至多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

服和吸纳。从媒介的角度而言，它所依赖的是单向传递的报纸、广播、电视

和早期互联网等介质。但是，在“新全球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让

“用户生产内容”（ＵＧＣ）超越了“专业生产内容”（ＰＧＣ）的模式，正是从这个

意义上我们能够谈论“赋权”，原本被动接收信息的草根受众成为资讯和观

点生产与传播的主体，原本处于新闻舆论场边缘的“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

区”（ｔｈｅ　ｒｅｓｔ）成为全球传播不可忽视的一极，这种新型传播生态所带来的异

质性的“文化杂糅”或者说“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所以“跨”

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

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就是“转”。优兔（ＹｏｕＴｕｂｅ）上点击

量最高的视频《江南Ｓｔｙｌｅ》，以及爱奇艺制作的选秀节目《中国有嘻哈》，都是

文化杂糅的早期尝试。依据转文化传播的理念，我们很难用单一的国家或

地区文化作为“标签”和封闭的“容器”模式来指认当下的文化传播实践，这

需要学术界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不同于英美模式的“新全球化时

代”媒介文化传播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势。

（二）平台世界主义与跨文化传播的范式演变

数字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应以对象国的公众互联为抓手，以对话、参与和

关系建构为目标。其所秉持的平台世界主义理念与数字传播逻辑更具有适

配性。平台在重塑传播关系格局的同时，也使得媒体的新闻资源分配越发

向外部需求靠拢，这就将平台导向了受众端。“定制化传播”“跨平台叙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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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等理念体现了国际传播的范式演变。①

“定制化传播”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进入学界的视野，其内涵为通过量

身定制，充分尊重目标人群的价值观和接受习惯，并经由其所偏好的媒体渠

道推送。② 平台媒体为传播者提供了点赞、回复等受众反馈机制，内容生产

者可以据此了解受众喜好，为其进行量身定制的精准传播。

叙事传播是赋予受众体验意义的一种基本方式，通过制造意义结构，叙

事传播将事件和人类行为组织成一个整体。③ 在此基础上，传播主体可以为

受众提供理解世界的“认知基模”（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ｈｅｍａ）。在数字时代“信息超

载”的媒介环境下，叙事传播能够帮助受众厘清危机状态下纷乱芜杂的信息

脉络，为人们开展理性思辨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的抗疫行动称为基于本土

实践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定制化”模式。④ 在此语境下，我国媒体采用了“定

制化＋叙事化”的传播策略。在“短视频＋直播”的媒介传播模式主导的当

下，受众在媒介使用过程中往往具有极强的角色代入感，在心理层面上更容

易实现基于常民视角的共情传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外宣媒体策划推出

多语种Ｖｌｏｇ短视频，以常民视角为切入点，展现疫情期间武汉普通民众、外

①

②

③

④

史安斌，张耀钟．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Ｊ］．青年记者，２０２０（７）：

７８－８１．

ＭＡＮＯＲ　Ｌ．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９：１１３－１３２．

ＨＡＮＣＯＸ　Ｄ．Ｆｒｏｍ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ｔｒａｎｓｍｅｄｉａ　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ｏ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１７（１）：

４９－６０．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ｗ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ａｉ－

ｌｏ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４－０３）［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ｕｒｏ．

ｗｈｏ．ｉｎｔ／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ｔｏｐｉｃｓ／ｈｅａｌｔ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２０２０／４／

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ｗｓ－ｃｏｖｉｄ－１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ｍｕｓｔ－ｂｅ－ｔａｉｌｏ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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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华人员的日常生活以及医护人员奋战在一线的工作实况。２０２０年２月

２８日推出的《武汉战疫纪》以及４月６日推出的《中国抗疫志》等纪录片在优

兔上得到广泛传播，并相继被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英国第四频道（Ｃｈａｎｎｅｌ

４）、意大利ＴＧＣＯＭ２４电视台等国外媒体二次传播。① 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

究员马丁·雅克（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在观看该片后撰文指出，从此次疫情中各

国政府的表现来看，虽然各国不会照搬中国的治理体系，但越来越多的国家

“将以中国为师”。②

平台媒体的定制化传播既要考虑受众的喜好程度，又要兼顾不同平台

的表达逻辑。研究表明，优兔等视频网站被认为具有更强的个人化视角，而

推特、脸书等大型社交平台则被看作精英与常民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工具。

有鉴于此，我国主流媒体在对外报道中引入美国前驻华大使、世卫组织专家

等权威信源提供的事实，充分发挥“第三方传播”的优势，相关推文和帖文均

获得了较高浏览量。精英叙事与常民叙事在不同类型的社交平台上相互配

合，成为疫情期间“跨媒体叙事”理念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在各种假新闻

和阴谋论泛滥的舆论场，外宣媒体只有牢牢把握目标受众的核心关切，充分

发挥“定制化及叙事化”的内容生产优势，才能在抵御“信息疫情”的线上阻

击战中占据先机，为线下的全球合作“战疫”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③

①

②

③

胡正荣，田晓．新媒体时代突发公共事件的国际传播：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Ｊ］．对外

传播，２０２０（４）：７－９．

雅克．这部中国抗疫纪录片，让我流泪了［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１８）［２０２１－０３－０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７４４５５６３．

ＨＡＲＴＬＥＹ　Ｊ．Ｔｈｅ　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Ｍ］．Ｓｔ．Ｌｕｃ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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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疫情时代平台世界主义的实践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不仅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

为平台世界主义和转文化传播的升维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平台世界主义框

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和以“文化杂糅”为主要形式所呈现

的“中国方案”进入全球传播的话语流动之中，体现出鲜明的“转文化”特征

和趋势。本文在总结相关对外传播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为后疫情时代如何

践行平台世界主义勾勒方向性的路径。

首先，应认识到平台之中所具有的权力关系结构，基于平台世界主义理

念对其进行关系再造，坚持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不仅是异质文化

间主体，同一文化圈层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取向。为了主动适应草根青

年网民的“期待视野”，此次疫情期间，海外传播网络的参与者中不乏英国演

员“逗逗先生”、中国留学生吴芃这些在疫情期间引起国外社交媒体广泛关

注的“网红”。这些活跃于国际传播网络中的“关键性意见领袖”（ＫＯＬ）在发

挥“饭圈”效应、提升信息的到达率和精准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① 除传播内

容外，平台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应实现由“跨文化”向“转文化”的升维。以Ｔｉｋ

Ｔｏｋ在海外市场所取得的成就为例，其在中国市场外的成功消解了西方主

流平台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对平台社会的垄断效应，也规避了强势平台文化

的渗入对本土文化的破坏，形成了“平行平台化”模式，即在尊重本土文化的

基础上积极调整市场策略，主动适应全球文化市场的多样性需求。

① ＨＡＧＥＮ　Ｌ，ＫＥＬＬＥＲ　Ｔ，ＮＥＥＬＹ　Ｓ，ｅｔ　ａｌ．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ａ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ｉｋ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ｗｅｅｔｓ［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８（５）：５２３－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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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开展跨文化传播活动过程中应突破二元结构思维和文化等级

观，强调多元主体“共生共荣”。基于此，平台中的对外传播应当从“线性思

维”向对话式的网络思维进行转变，弥合当今世界的“分裂网”，基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推动建立起促进人类互通互联、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传

播体系。对于媒体自身而言，在危机管理中发挥枢纽作用也能有效提升其

公信力和影响力。依据曼纽尔·卡斯特（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的“网络社会”理

论，风险社会的治理是网络中国家、社会组织以及个体等不同的“单元”相互

博弈直至达成利益平衡的过程。因此，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来阐明各单元之

间的“链接关系”比聚焦于单元本身更具有启发意义，媒体饱和与信息超载

是风险社会的重要表征。在流动的网络空间内，“可见性”是媒体增加自身

议程设置能力的切入点。在定制化传播的基础上，媒体应当准确把握用户

的“信息依赖”需求，提升自身在网络之中的可见性；充分发挥平台和节点优

势，提升各个部门在社交平台的曝光度，在进行内容制作时重点考虑平台的

内容生产及发布逻辑。多数平台媒体在设计之初，都以促进连接共享、社会

资本生成和有效沟通为核心结构和设计元素，如推特更注重用户节点的相

互赋能，Ｔｉｋ　Ｔｏｋ等视频平台则鼓励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外宣媒体也应考虑

不同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善于利用不同平台的用户增长逻辑提升自身可

见性。

最后，应重视数字平台在不同文化圈层之中的广泛影响力，发挥平台

“转文化”潜力。平台的外部性特征能够使其吸引更多主体参与对话，在形

成平台优势的同时有助于风险治理中利益共同体的建设。疫情期间，我国

媒体作为全球传播网络节点的积极联通者和推动全球抗疫合作的重要行动

者，促进风险治理的全球参与，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对话平

台，在平台网络中拥有更多连接的个体，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及话语权。中



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升维４９　　　

国国际电视台（ＣＧＴＮ）的《全球疫情会诊室》成为抗疫期间对外传播的品牌

栏目，通过连线全球多个国家的专家团队，共享抗疫经验，针对不同国情与

社情提供咨询服务。ＣＧＴＮ倡导的媒体与专业人士的“云传播”模式成为全

球风险治理的重要成果。该栏目上线５个月，发布的７２场直播获２．４亿全

球浏览量。

此外，平台媒体也为跨文化主体间的平等合作提供了重要空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希伯来语网红工作室“小溪工作室”与以色列主流媒体合作传

播百余次，实现最高收视率超２０％，在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爆款。在“向世界

说明中国”的基础上，中国媒体充分利用“结构洞”的资源优势，夯实网络外

部性，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有效提升了外宣媒体的国际品牌辨识度。

结　语

在全球性危机事件频发的今天，平台媒体所蕴含的“世界主义潜能”可

以使不同国家抛弃国族偏见，建立全球风险共同体。在平台世界主义理念

之下，跨文化传播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越发重要，在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后疫情时代传统

外宣机构遭到西方联手打压和封堵，面临着严峻的舆论风险和“污名化”挑

战，但是我国在抗疫和防疫中所取得的硬核成果以及外宣媒体所发挥的作

用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和广泛认可。如何基于“平台世界主义”和“转文化

传播”的升维，推动我国外宣媒体纾困与突围成为当下学界和业界应当关注

的重要课题。在“定制化＋叙事化”理念的引导下，我们仍亟须强化国际传

播的“平台思维”，在统合自身资源的基础上针对关键受众进行内容定制，进

一步适配特殊时期国际受众媒介使用偏好的动态性变化，从对外传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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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角色”向“平台角色”转变。① 近年来数字化平台的蓬勃兴起为我国媒

体打破现有国际传播“西强我弱”的“失衡”格局提供了难得的契机，Ｔｉｋ　Ｔｏｋ

和李子柒等新媒体传播的成功个案值得传统媒体借鉴。在全球风险社会这

一“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基于世界主义理念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

平台媒体，进一步改善和提升我国国家形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营造良性舆论氛围是未来我国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努力的方向。

（编辑：肖劲草）

① 史安斌，王沛楠．数字公共外交兴起与广电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基于“偶像”模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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